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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化努力的分配, 最小化努力成本和最大化收益是各个领域的关键问题。本文梳理了基于努力的决

策(effort-based decision-making)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讨论了努力的两面性：固有成本和潜在价值。通过拓展控

制期望价值理论(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EVC), 本研究探讨了影响努力的非社会与社会因素。探索人们何

时以及如何付出努力的计算神经机制, 有利于理解与促进社会互动中的努力行为, 以及为干预精神疾病中动

机缺失症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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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9: C91; B845 

1  引言 

努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 它反映了有机体追

求目标的意志 (volitional)和意图过程(intentional) 

(Inzlicht et al., 2018)。以往研究简单地将努力定义

为人们主观感知一项任务对体力或脑力的要求

(Lockwood et al., 2017)。努力区别于任务难度。

难度是一项任务的属性。理论上, 难度可以无限

增加, 但是随着难度增加到一定程度, 努力水平

呈现下降趋势(见图 1) (Klein-Flügge et al., 2015)。

努力也区别于动机, 动机具有方向性, 努力是目

标导向的中间过程(Westbrook & Frank, 2018)。努

力在能力和实际表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Shenhav 

et al., 2017)。例如, 体测成绩不仅取决于个体运动

能力, 还取决于努力程度。人们日常付出“努力”

的过程与认知控制的运用有关(例如, 目标选择和

主动控制等) (Kostandyan et al., 2019)。认知控制

反映了灵活调动认知资源的心理过程(Parro et al., 

2018)。测量认知控制的工具为量化努力提供了途

径(Verguts et al., 2015)。然而, 认知控制存在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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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高昂。人们无法随意地运用认知控制, 这

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付出努力(运用认

知控制)是值得的？努力是一种行为与决策的成

本 , 厌恶与规避高努力是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 , 

但是努力的潜在价值对个体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

(Hart & Izquierdo, 2019; Westbrook et al., 2020; 

Sandra & Otto, 2018)。研究者结合经济学与决策

领域的理论 , 提出控制是基于成本−收益权衡

(cost-benefit tradeoff)过程的输出(Egner, 2017)。不

同形式的激励 (incentives)影响努力成本−收益的

权衡(Yee et al., 2021), 最终改变付出的努力。因此, 

如何最小化努力成本, 最大化收益是一个资源分

配的优化(optimization)问题(Shenhav et al., 2013)。 

本文梳理了基于努力的决策 (effort-based 

decision-making)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讨论了努力

在成本−收益权衡(cost-benefit trade off)中的两面

性：固有成本和潜在价值。通过拓展控制期望价

值(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EVC)理论, 本研究

探讨了非社会与社会因素对努力的影响。探索人

们付出努力的认知与神经机制, 有利于理解与促

进社会互动中的适应性努力。 

2  努力“投资”——控制资源的分配 

近年来 ,  研究者热烈地讨论了“人们对什么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87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0 卷 

 

 

 
 

图 1  努力与其它关联概念的图示 
注：动机具有方向性。 基于动机人们朝着特定方向付出努力。努力是目标导向的中间过程。不同难度的任务要求人们付出

相应的努力。但是, 努力区别于任务难度。理论上, 难度可以无限增加, 但是随着难度增加到一定程度, 努力水平呈现下降

趋势。 
 

(what)付出努力？”, 以及“如何付出努力(how)？”

等问题(Botvinick & Braver, 2015)。成本−收益权

衡是行为决策的基础(Rangel et al., 2008)。本质上, 

行为受到主观价值驱动 (Croxson et al., 2009; 

O’Doherty et al., 2017; Shenhav et al., 2013; Vogel 

et al., 2020)。控制期望价值理论(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EVC) (Shenhav et al., 2013)指出, 分配控

制资源主要考虑两个方面: 1)对当前任务状态的

识别(identity), 如任务规则(Stroop 任务中, 对字

意或字的颜色进行反应的规则), 2)完成任务必须

投入的认知资源量(intensity)。人们通过整合努力

行为的成本(cost)和收益(payoff)计算控制资源分

配的期望价值(EVC)。EVC 的大小驱动人们努力

的方向和程度。如果 EVC 不足, 则会表现出低动

机水平的行为(例如, 拖延和淡漠)。为了探究努力

成本-收益分析的机制, 研究者通过设置一系列参

数变化来探索不同程度的努力需求对奖赏的影响, 

结果发现了类似时间折扣的效应(Białaszek et al., 

2017; Prévost et al., 2010; Rudebeck et al., 2006)。

努力影响人们计算奖赏的主观价值, 称为努力的

折扣效应(Klein-Flügge et al., 2015; Seaman et al., 

2018; Sullivan-Toole et al., 2019)。纹状体多巴胺可

以增加人们对收益的敏感性从而促进更多的努力

(Westbrook et al., 2020, 2021)。 

虽然 EVC 理论提出了整合控制资源分配的

收益(payoff)和成本(cost)的模型 , 但是此模型未

对不同激励类型如何调节控制资源的分配进行细

致地描述, 尤其是未讨论社会因素的作用。非社

会与社会因素一定程度上驱动适应性的控制资源

分配(见图 2, 左：计算)。社会行为需付出努力, 

Inzlicht 等人(2018)提出努力反映了参与社会行为

的幅度与强度。具备动力并付出努力对一个人的成

功至关重要, 而缺乏动力则与较差的心理和身体

健康、较低的教育成果和长期失业有关(Contreras- 

Huerta et al., 2020)。 

2.1  非社会性动机 

(1)不确定性: 风险与效力(efficacy) 
努力的风险性, 体现在：1)努力的可变性, 2)奖

赏的可变性。努力的可变性指的是, 即使明确行

为的目标, 但是人们通常难以估计实现目标所付

出的努力程度。在涉及认知努力的任务中, 人们

存在风险厌恶, 偏好于确定选项(已知努力需求的

选项) (Apps et al., 2015)。在涉及体力努力的决策

中, 人们通过权衡平均运动成本(mean effort)和成

本的可变性(effort variance)来优化决策(Nagengast 

et al., 2011), 并且表现出风险敏感性。Caraco 

(1981)发现小鼠的体力消耗增加了其对风险觅食

行为的偏好。Miller 等人(2013)提出参与努力和风

险决策的神经系统之间可能有重叠。努力行为会

引起多巴胺的释放, 从而提高了风险选项的偏好

程度。另一种观点提出, 需要控制的行为本身具有

风险。对比习惯行为带来可预测的回报, 涉及控制

的行为有时会导致不可预测或不常见的反馈

(Zénon et al., 2016), 即奖赏的可变性。未来研究有

必要理解不同类型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对努力行为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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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社会与非社会动机下努力成本−收益模型 
注：Marr 的计算框架包括三个主要结构(Marr & Poggio, 1979)：计算(computation), 算法(algorithm)以及执行(implementation)。

首先, 计算(computation)指行为决策的具体目标。在图 1 左(橘色框)中, 基于努力的决策受到社会(合作、竞争与亲社会等)

与非社会(奖赏、惩罚, 风险与效力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同的激励因素影响着大脑优化努力投资的算法(algorithm)。算法

具体指的是 EVC 理论中成本−收益权衡(cost-benefit tradeoff)的框架(图 1 中间, 蓝色框)。最后, 大脑执行(implementation)目

标导向行为的算法, 并最终指导行为(Shenhav et al., 2013, 2017)。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腹内侧前额皮质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背侧前扣带回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 外侧前额皮质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 

 
人们普遍相信努力最终会转化为理想成果。

事实上, 即使是明智的决定或巨大的努力也会产

生不良的结果。行为并非总能带来期望的结果 , 

高努力不一定会得到高回报 (Manohar et al., 

2017)。人类认知能力有限, 因此我们无法完全地

了解更多地付出努力是否能够增加获奖的可能

性。EVC 模型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效力(efficacy), 即

个体与环境交互的非社会不确定。效力反映了努力

与奖励的关联性(performance-reward contingency)。

效力评估依赖于个人对自己能力和任务难度的主

观感知, 以及个体能动性和环境的可控性的评估

(Shenhav et al., 2021)。Frömer 等人(2021)考察了

效力和奖励影响控制资源分配的相关神经机制。

他们通过操纵表现与奖赏的联结(完全关联/完全

不相关), 探究了奖励线索和效力线索如何影响人

们在 Stroop 任务的表现。结果发现, P3b 负责加工

效力线索和奖赏线索, 反映了自上而下的刺激评

估(Angus et al., 2017)。随后, 关联性负电位变化

(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CNV)整合了奖赏

信息和效力信息, 并且进一步指导控制资源的分

配。CNV 是一个前摄控制(proactive control)神经

特征(Cudo et al., 2018), 更大的 CNV 幅度表示对

目标更好的准备状态(Kang et al., 2019)。变化的环

境中, P3b 不仅参与任务相关刺激评估与分类, 也

参与编码效力预测误差(efficacy prediction error)。通

过更新对效力的预期, 人们适应性地调整分配在

Stroop 任务上认知资源(Grahek et al., 2021)。因此, 

效力是一个影响努力的重要因素。虽然行动与结

果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随机干扰, 但是人们能学

习或者依赖明显的线索认知当前环境中行动的效

力, 并适应性地付出努力。 

(2)奖赏与惩罚 

“胡萝加大棒”是一种通过奖赏和惩罚协同指

导行为的策略。获得奖赏或避免惩罚是驱动行为

的重要动机。趋避动机的结合影响控制资源的调

配策略(Yee & Braver, 2018)。研究者通过计算模

型的拟合, 发现了奖赏与惩罚对个体适应性控制

资源分配有不同的影响。Leng 等人(2020)利用漂移

扩散模型(Drift Diffusion Model, DDM)考察奖赏和

惩罚对反应策略的影响, 结果发现奖赏主要调节

漂移率(单位时间内证据积累的速率), 而惩罚主

要调节模型中的反应阈值(证据积累的反应边界)。 

更高的奖赏会导致参与者兼顾速度和准确性, 而

更高的惩罚会导致他们更倾向于确保准确性而不

是速度。基于不同的激励措施, 人们可以适应地

调整控制资源的分配。 

2.2  社会动机 

目标导向的社会行为也可以看做权衡利弊的

决策过程与努力付出的执行过程(Shenhav et al., 

2017; 曹思琪  等, 2021)。Contreras-Huerta 等人

(2020)提出的社会动机表型理论(social motivation 

phenotype)强调社会行为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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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机能够调节努力成本−收益的权衡 , 促进或

降低个体在不同社会情境中付出努力的意愿。 

(1)亲社会努力 

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 人们还会关心他人

的福利。为自己或为他人付出努力行动本身能够

传递重要的社会信号, 例如意志力、沟通奉献、

意图和承诺(Chennells & Michael, 2018; Kührt et 

al., 2021; Olivola & Shafir, 2013)。有趣的是, 研究

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倾向：超利他倾向

(hyper-altruistic) (他人利益>自我利益) (Olivola & 

Shafir, 2018)与“亲社会冷漠” (prosocial apathy) 

(他人利益<自我利益) (Lockwood et al., 2017; Volz 

et al., 2017)。 

有时候, 人们会表现出一种超利他主义(他人

利益>自我利益)：对比为了自己避免伤害, 超利他

的 个 体 愿 意 付 出 更 多 的 代 价 阻 止 伤 害 他 人

(Crockett et al., 2014)。Olivola 和 Shafir (2013)发

现, 对比简单和愉快的筹款方式, 痛苦和费力筹

款过程增加人们的捐款意愿, 称为“殉道效应”。人

们会从痛苦体验中增强亲社会的趋近动机, 增加

捐款的意愿。高成本信号理论(high costly signal 

theory)指出, 高成本的帮助能够增加个人吸引力, 

声誉与地位等(Millet & Dewitte, 2007)。另有解释

表明个体更喜欢通过努力获得的事物和结果, 并

且这种态度反映了一种为过去的努力辩护的动机, 

例如宜家效应 (Norton et al., 2012)、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和努力的合理性辩护(effort 

justification) (Festinger, 1957)。 

此外, 通过操纵框架(高娟 等, 2020)、情境

(如, 慈善与合作等) (Tusche et al., 2016)、关系亲

疏 (Vekaria et al., 2017)、社会规范和共情诱发

(Decety & Yoder, 2016)等, 一系列亲社会研究发

现了“先人后己”的行为(Bear & Rand, 2016)。但是

个体为他人利益付出努力, 甚至做出更多的自我

牺牲(self-sacrifice)的神经机制至今仍不清楚。虽

然 亲 疏 关 系 显 著 影 响 自 我 牺 牲 程 度 , 但 是

Charness 和 Gneezy (2000)指出研究匿名情境的亲

社会行为是探索如何促进人文关怀, 提高集体利

益的重要一环。 

在考察为他人付出实质的努力时, 研究者观

察到一种“亲社会冷漠”现象 (他人利益<自我利

益)。Lockwood 等人(2017) 考察了人们为自己或

他人的利益付出努力的意愿与实际行动。参与者

需要为不同受益者(自己 vs.他人)在低努力低奖赏

与高努力高奖赏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 随后完成

对应努力程度的任务(持续 3s 按压握力计)来争取

收益或避免损失。结果发现, 受益者是他人时主

观价值受到努力的影响更大, 表现为抛物线模型

中的折扣率(discounting rate)更大。拥有冷漠特质

与精神病特质的个体表现出更明显的自私。Volz

等人(2017)认为特定情境下 , 人们可以表现出超

利他的选择, 但是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倾向的个体

仍然会更加重视自己的利益。因此, 不同实验情

境的操控, 如放弃金钱奖赏或接受痛苦的电击会

对利他的努力行为与决策有不同的影响。付出努力

的水平能够反映出自身赋予行为的价值, 因此培养

利他价值观对养成积极的利他行为有重要意义。 

(2)合作与竞争 

他人的选择偏好影响个体的选择偏好(Garvert 

et al., 2015; Zaki et al., 2016)。自我−他人融合

(self-other mergence)影响人们对自己与他人的能

力的主观评价, 也影响自己未来的表现。社会情

境调节他人对自己的影响, Wittmann 等人(2016)

研究表明, 当合作伙伴的表现优异时, 个体更少

地调节自身表现。反之, 当遇到较强的竞争伙伴, 

个体能够及时调整自身表现。当合作伙伴付出更高

的努力后 , 人们会倾向于增加自己的努力程度

(Chennells & Michael, 2018)。虽然努力行为在合

作情境的机制十分重要, 但是非合作情境中人们

也会选择性关注同伴的表现, 进而调整自己的行

为。合作与非合作两种情境下思考他人的心理状

态存在共享的神经激活 (Reyes-Aguilar et al., 

2017)。因此非合作的场合中他人的行为表现也可

能影响个体投入的努力。然而, 目前研究专注于

决策层面的探索他人对自己的影响, 很少在执行

层面探究他人对自己的影响。 

一般而言, 个体倾向于回避认知需求, 但是

不同的激励因素能够影响努力的价值, 从而调节

努力行为。一方面, 非社会与社会激励因素促进

了个体积极的努力行为。另一方面, 不同因素的

结合也可以用来约束个体的不道德行为。未来研

究可以更多将社会与非社会因素进行整合, 探索

社会交互情境下努力行为的计算神经机制。一些

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不同因素如何影响努力成

本−收益的计算？以及大脑是如何执行这些计算, 

并最后产生最优的努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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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种时间进程的努力 
 

3  加工与计算努力价值的机制 

3.1  努力的悖论：努力的固有成本与潜在价值 

以往研究者从时间进程的三个阶段(预期, 进

行时, 回溯)考察努力的本质(见图 3)。一方面, “努

力是一种成本”。在执行任务前人们对努力感到厌

恶 , 前瞻性地(prospective)感知努力是一种代价 , 

从而尽量减少努力(Apps et al., 2015)。但是在“殉

道效应”现象中, 努力反映了一种潜在的社会价值。

因此选择辛苦的筹款过程的人比选择简单的筹款

方式的人有更高的捐赠意愿(Olivola & Shafir, 2013)。 

另一方面 , 努力与高价值联系紧密 (Inzlicht 

et al., 2018)。努力的价值包括两个方面：努力本

身的价值与努力成果的价值。一方面, “努力增加

价值”具有回溯性(retrospective) (易伟 等, 2019), 

人们通常会积极地评价自己努力的经历(Norton et 

al., 2012), 即个体更喜欢通过努力获得的事物和结

果(Festinger, 1957)。但是以往研究忽视了人们在付

出努力时(如 , 做作业或大扫除)也会对回报进行

预期 , 从而感知当前行为的价值 (Eisenberger, 

1992)。重要的是, 努力本身也具有价值, 例如攀

登者享受登山的努力过程。如何塑造人们的攀登

者精神, 养成迎难而上的积极态度？研究发现坚

韧的意志和解决问题的投入可以被观察学习。当

幼儿看到成年人坚持不懈时, 他们会更努力地去

实现目标(Leonard et al., 2017)。如果辛苦付出却

没有回报, 处理努力与回报之间的不平衡诱发的

负性情绪可能涉及背侧前扣带回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和脑岛(insula)之间的相互

作用(Shenhav et al., 2013)。目前研究努力成果价

值的工作要多于考察努力本身价值的工作, 未来

研究的一个挑战将是理清这两个方面对于努力行

为的相对贡献。 

3.2  努力对奖赏的影响 

努力分为体力层面和认知层面的努力。有的

日常任务对认知要求较高, 而另一些则需要更多

的体力劳动。经济学著名模型“最小努力原则” 

(the law of least effort)指出无论是何种努力, 人们

都倾向于最小化努力(Morsella et al., 2011)。但是, 

不同努力类型影响奖赏的计算机制不同。Chong

等人(2017)使用经济学经典折扣模型拟合个体在

高、低努力选项中的选择, 结果发现体力努力或

认知努力对主观价值的折扣 (discounting)方式不

一 致 。 体 力 努 力 的 折 扣 方 式 更 符 合 抛 物 线

(parabolic)的形式 , 而认知努力更加符合双曲线

(hyperbolic)的趋势。在抑郁症患者中, 不同努力

类型对疾病的亚症状的预测作用存在差异, 身体

努力动机与快感缺失的严重程度有关, 而认知努

力动机与生活功能有关(Tran et al., 2020)。测量患

者在不同努力类型下的任务表现, 一方面可以反

映其当前能力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 另一方面

帮助检验治疗对不同亚症状的效果。 

3.3  努力成本与奖赏的编码 

是否存在统一加工不同成本(时间、金钱和努

力等)与奖赏的脑区仍存在争议(Białaszek et al., 

2017; Rudebeck et al., 2006; Westbrook et al., 

2019)。Rudebeck 等人(2006)比较了大鼠在延迟折

扣任务与努力折扣任务中的表现。结果发现, 延

迟折扣决策中 , 眶额皮层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的损伤导致大鼠的冲动行为。大鼠会更多选

择时间短且奖赏低的选项。在努力折扣决策中 , 

只有前扣带回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病变的大鼠会更偏好于轻松而奖赏少的选择。因

此 , 即使决策的本质都是成本-收益权衡的产物 , 

大脑表征不同成本类型仍会存在差异。 

3.3.1  不同努力类型的特异性与普遍性 

愿意付出更多体力努力的人是否也愿意更多

地付出认知努力？反之, 倾向于付出更多认知努

力的人是否也会不懈怠地付出体力努力？对于体

育特长人群, 更高的体力努力偏好能够预测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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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努力任务投入的更多(Chong et al., 2018)。

运动员的高强度体育训练是其较高的认知动机的

原因还是结果。相比于非运动员, 优秀运动员天

生做事更有动力(Williams & Gill, 1995)。因此, 身

体训练与认知训练之间是否有迁移效应还得在非

体育生中进行验证。但是, 这一可能性对动机缺

失患者和老年群体的认知与体能康复项目提供了

参考。 

不同的努力类型既有共享的神经表征, 也有

特异性的加工的脑区(图 4)。奖赏系统中的腹侧纹

状 体 (ventral striatum), 包 括 伏 隔 核 (nucleus 

accumbens, NAcc)以及控制系统中的前扣带皮质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分别与奖赏信息和

努力信息编码有关(Chong et al., 2017)。与体力努

力不同 , 认知努力并不会产生外显的代谢成本

(Westbrook et al., 2021)。认知努力可能存在特异性

加工的脑区(例如, 杏仁核) (Westbrook et al., 2019)。 

3.3.2  努力与奖赏编码的重叠 

成本−收益权衡过程产生的 EVC 决定了我们

对什么付出努力, 以及付出多少努力(见图 2, 中

间 ： 算 法 ) 。 腹 内 侧 前 额 皮 质 (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是加工主观价值的关键

脑区(Aridan et al., 2019; Will et al., 2017)。但是, 

vmPFC 在 努 力 决 策 中 的 作 用 存 在 争 议 。

Arulpragasam 等人(2018)发现 vmPFC 与努力成本

加工不相关。然而, 也有研究表明 vmPFC 的活动

与认知努力成本和奖赏有关 (Westbrook et al., 

2019)。该研究随机地序列呈现两个选项(高认知努

力高奖赏 VS.低认知努力低奖赏)。当高认知努力

高奖赏的选项先出现, 且暂未提供另一选项的信

息时, vmPFC 的活动可以预测人们的选择偏好。

较低的 vmPFC 活动预测了人们选择低认知努力

的选项。加工努力成本的脑区还涉及 dACC 和前

脑岛(anterior insula, AI)。选项间价值比较接近时, 

选择通常比较困难。dACC、背外侧前额叶皮质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和顶内沟

(intraparietal sulcus, IPS)等脑区被认为参与选项

间的困难表征。大脑加工努力成本的脑区与编码

奖赏的脑区可能有部分重叠(表 1), 奖赏和成本信

息在重叠区域里整合, 发送信号给下游神经回路

执行相应的控制行为(图 2, 右：执行)。 

3.3.3  dACC：努力成本−收益整合 

控制的期望价值 ( E V C ) 理论重点强调了

dACC 参与认知努力任务里控制信号的整合和指

导控制资源的分配(specification) (见图 2, 中间)。

d A C C 的作用包括接收监测冲突状态的信号

(Botvinick et al., 2004), 整合控制的成本与潜在收

益(Prévost et al., 2010), 形成指导认知控制行为

的信号, 并传输信号至其下游神经回路进行控制

的执行(implementation) (Heilbronner & Hayden, 

2016)。认知努力的成本(N-back 任务的难度水平)

可以负向预测 dACC 的活动 , 但奖赏不能预测

dACC 的活动(Westbrook et al., 2019), 表明 dACC

参与认知努力成本的编码。一项实证研究证明

dACC 通过整合不同动机来调节认知任务中的行

为表现。研究者利用金钱激励(高 VS.低)和液体激

励(苹果汁 VS.盐水)的组合, 探究 dACC 如何整合

首要(primary)和次要(secondary)激励, 并影响目标

导向的行为。结果发现, dACC 编码整合不同动机

的主观价值 ,  并与认知任务的行为表现有关 , 
 

 
 

图 4  参与努力行为的脑网络 

左图：腹内侧前额皮质(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 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 背侧前扣带回

(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 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 NAcc); 杏仁核(amygdala)。右图：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外侧前额皮质(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 运动皮层(motor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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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努力的成本效益评估的神经机制 

努力类型 研究发现 参考文献 

纹状体的前部区域编码奖赏信息 

纹状体的后部区域表征努力的行动启动(effortful action initiation) 

(Gangopadhyay et al., 2020) 

腹内侧前额皮质、纹状体参与主观价值的表征 (Sidarus et al., 2019) 
体力 

腹内侧前额皮质编码主观价值, 而前扣带回皮质编码决策困难 (Hogan et al., 2019) 

哌醋甲酯通过调节纹状体多巴胺信号来提高认知努力任务中收益的敏感性 (Westbrook et al., 2020) 

背侧前扣带回和脑岛编码主观价值计算的努力成本信息 (Westbrook et al., 2019) 

前扣带回皮质的病变损害了涉及努力成本的决策 (Rudebeck et al., 2006) 
认知 

前扣带回皮质活动调节伏隔核对努力折扣的响应程度 (Botvinick et al., 2009) 

 

也与自我报告的动机水平相关(Yee et al., 2021)。 

综上, dACC 参与认知努力的多个关键环节

(Klein-Flügge et al., 2016)。作为一个整合的动机−

认知中枢, dACC 作用于促进目标的追求(Holroyd 

& Yeung, 2012)。但是, 以往研究较少探究社会因

素与非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努力−成本收益整合 , 

以及不同的激励组合如何影响任务相关信息的表

征结构。未来研究可以在社会层面拓展 EVC 理论, 

并考察加工模式差异(例如, 多变量模式识别和相

似性表征分析 ), 而不仅限于加工程度的差异

(Freund et al., 2021)。 

4  未来展望 

“我们如何决定什么时候付出努力 , 以及付

出多少努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梳理了

计算努力的价值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 讨论了

努力本质的两面性, 以及影响努力的非社会与社

会因素。EVC 理论从冲突监控, 认知控制的成本−

收益整合以及控制的执行角度讨论了人们计算努

力价值的模型。社会与非社会因素对控制资源的

适应性分配产生影响, 而不同激励因素的作用机

制还鲜少有实证探索。未来研究需要采用神经生

理的技术与建模等方法来探索动态过程中控制期

望价值的影响努力的机制, 以及补充 EVC 理论在

社会情境的应用。 

4.1  冷漠与动机缺失的评估与干预 

人们的努力程度受到内部动机(包括好奇、成

就、快乐体验)和外部动机的驱动。一般而言, 个

体倾向于回避认知需求。然而, 回避认知需求存

在个体差异。个体在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

和自我控制 (self-control)的差异可以预测其计算

努力对收益的影响程度, 以及其对认知需求的回

避程度(Kührt et al., 2021)。高自我控制和高认知

需求的个体更少地回避认知需求, 表现出较小的

努力折扣效应(Duckworth et al., 2013)。因此, 整

合努力成本的决策成本−收益模型应该考虑个人

努力倾向(dispositional effort investment)。基于大脑加

工努力类型的普遍性与特异性, 未来研究有必要

寻找特定的神经目标帮助动机障碍的治疗。此外, 

训练人们在体力层面更多地付出努力是否影响其

在认知层面的努力意愿, 反之亦然。 

4.2  激励习得性勤奋的发展观 

尽管有丰富的证据表明努力可以增加价值 , 

但是努力更多地被看做是一种代价。目前控制资

源分配的相关理论局限于非社会层面的探索, 缺

少对激励类型(例如, 奖赏和惩罚)的作用的深入

探讨, 尤其未讨论社会影响的作用。从发展的角

度看, 幼儿和儿童缺少学习经验以及身体发育不

成熟, 他们的努力行为的实施和坚持受限。了解

激励努力的机制 , 提高努力的社会意义与价值 , 

树立积极的榜样是指导青少年建立习得性勤奋观

的重要一环。 

4.3  社会动机对努力“投资”的促进作用 

社会动机调节涉及努力的社会行为。目前涉

及努力成本−收益权衡的研究要求参与者单独完

成决策任务, 尚未充分讨论社会情境对努力行为

的影响, 例如尚不清楚受益者匿名性和亲疏关系

对社会行为的调节作用。不同情境是否会影响人

们评估努力成本或放大奖赏的效应？后续研究可

以设置多样的社会交互情境来探索努力的加工与

计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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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nalysis determines when and how to st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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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ptimization of effort investment, which minimizes the cost of effort and maximizes benefits, 

is a core issue in every field. This study aims to review previou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analysis of effort value. Based on the Paradox of Effort theory, this study expounds on the two sides of effort: 

inherent cost and potential value. By extending the 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theory, we discussed the 

non-soci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ffort. Studies on the mechanisms of effort provide essential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adaptive effort in social lif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reating motivational 

disorders, shaping learned industriousne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Key words: effort, Expected Value of Control theory, cost-benefit trad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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